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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域下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与中国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947年至今）

——基于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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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至数字时代的七十年间，美国舆论控制策略历经技术赋权与霸权逻辑的双重驱动，形成“制度性

权力-技术性权力-文化性权力”三维叠加的控制体系。研究显示，美国通过构建“三位一体”作战体系，将传

统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与新媒体时代的算法操控相结合，实现从短波广播到社交媒体平台的认知域战略转

型，推行“算法殖民主义”。中国面临着因技术垄断而导致的传播逆差、算法黑箱形成的话语权剥夺以及平台

霸权引发的合法性消解问题。面对“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中国探索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

一体的反制范式，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向多极化演进，最终实现从防御型话语体系向引领型文

明叙事的战略转型。研究为新媒体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

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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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1]

自 20世纪中叶冷战肇始，全球舆论环境便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在意识形态对抗与地缘政治角逐
的双重驱动下，舆论控制从传统军事战略的附属工具，逐步演变为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进入 21世纪，
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发展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舆论战的形式与内涵亦随之发生深刻转型。从传统媒
体的单向叙事到社交媒体的算法操控，从地缘政治的话语霸权到数据主权的争夺，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始
终以维护全球霸权为目标，其手段的隐蔽性与系统性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既面临
国际舆论场中的结构性压制，又亟需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体系。本研究旨在通过历史学、传播学
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视角，解析美国舆论控制策略的演变脉络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为中国突破“西强东弱”
的舆论格局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1.全球舆论环境的历时性嬗变与信息化转型
20世纪的舆论环境深受冷战二元对立逻辑的形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

音”等媒介，将意识形态输出与新闻传播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铁幕两侧的“认知战”网络。这一时期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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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以单向度的大众传播为核心，依托技术垄断（如广播频段分配）与学术话语权（如“历史终结论”“文明
冲突论”）形成“知识正确性”霸权，进而框定全球知识精英的思维框架。然而，21世纪的信息化转型彻底颠
覆了这一格局：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算法推荐与用户生成内容（UGC）使信息
流动呈现去中心化特征。技术赋权表面看似消解了传统霸权，实则通过数据垄断与平台规则重构了新型控
制机制。例如，美国凭借硅谷巨头对全球社交媒体（如脸书、X平台）的掌控，将舆论操控从显性的国家
行为转化为隐性的资本-技术共谋，形成“算法殖民主义”。这一转型不仅加速了舆论战的即时化与碎片化，
更通过数据画像与精准推送实现“认知微靶向”，使得舆论操控的渗透性与破坏性空前增强。

2.美国舆论控制机制的迭代：从“硬权力”到“软性宰制”
冷战后，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呈现出“体系化运作”与“技术化升级”的双重特征。在组织架构上，其形成

以国务院为主导、国防部与情报机构协同、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落地的“三位一体”作战体系。例如，国务院下
设的“中国审查监督与行动小组”专门监测中国舆情热点，通过议题设置（如新冠病毒溯源、新疆人权问题）
引导国际认知；国防部则依据《联合作战公共事务条令》，将舆论战纳入常规军事行动范畴。技术层面，
美国依托数字霸权将舆论操控嵌入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豁免条款”与《防
治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CFAA）构建法律屏障，阻挠他国获取关键信息；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账号发动“虚假信息闪电战”，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制造每小时 3.8万条的反俄推文，以“狼群战术”淹没
理性声音。这种“硬权力”与“软性宰制”的复合策略，不仅巩固了美国的叙事霸权，更通过“认知闭环”将对手
污名化为“秩序破坏者”，从而合理化其遏制行动。

3.热点事件中的舆论博弈与中国应对的范式转型
近年来，俄乌冲突与巴以问题成为检验大国舆论战能力的试金石。在俄乌冲突中，美国通过“前出狩猎”

网络行动与“伏特台风”虚假信息工程，将俄罗斯塑造为“侵略者”，同时以“民主 VS威权”的二元叙事遮蔽北
约东扩的地缘政治实质。而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媒体通过“反犹主义”话语禁忌，系统性消解巴勒斯坦的反殖
民叙事，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当化。面对此类攻势，中国的国际传播策略亟待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建
构”。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联盟强化南南传播，以实证数据反击“病毒实验
室泄露论”；在科技领域，依托“寒武纪”“飞腾”等自主芯片突破技术卡脖子困境，消解西方“技术霸权”的合
法性基础。然而，现有策略仍面临议题设置能力不足、跨部门协同缺位等结构性短板，亟需构建“技术突围
-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体系。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美国舆论控制的“变与不变”：其手段虽随技术迭代而演进，但维护霸权的本质始
终如一。通过历史比较与案例分析，可明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定位——既需批判西方“媒体自由”的虚伪性
（如平台寡头对公共信息的隐蔽控制），亦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二元对抗叙事。方法论上，拟采
用混合研究路径：量化层面，通过大数据追踪 Twitter、TikTok等平台的议题传播路径，绘制美国舆论战的
“信息生态图谱”；质性层面，结合专家访谈与档案分析，解析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与硅谷企业的数据垄断协
议，揭示其“法律-技术-资本”三位一体的操控逻辑。最终，研究旨在为中国构建“韧性传播”体系提供理论框
架，推动国际传播从“防御型话语”向“引领型叙事”转型。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舆论控制、媒体霸权及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已形成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呈现出
明显的学科分野与地域特征。

国内研究主要沿着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探索：在意识形态维度，刘禹辰基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揭
示了美国通过“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构建全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运作逻辑，其研究创新性地指出利益集团借助
好莱坞影视工业复合体，将历史叙事重构与价值认同塑造相结合，形成文化渗透的“滴灌效应”[2]。罗超团队
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实证研究了美国智库报告与主流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同构现象，发现其对发展中国
家的话语规训呈现出“概念偷换-框架预设-情感动员”的三阶递进模式[3]。

军事维度的研究突破传统安全研究范式，蔡鹏举基于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实证数据，构建了“军事行动-
媒介事件-舆论操控”的三元分析模型，揭示了美军嵌入式报道制度如何通过“战略沉默”与“选择性曝光”实现
战场叙事的主导权[4]。张菊祥引入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方法，证实战时舆论的心理战功能可引发目标群体产生
平均 23.6%的认知偏差，其研究为理解现代混合战争中的信息博弈提供了神经政治学新视角[5]。

在媒体霸权研究领域，张国庆通过跨国传媒集团所有权结构的历时性分析，论证了“资本-政体-媒体”铁
三角关系的演化规律，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在 911事件后已异化为“军工复合体的传声筒”[6]。来向武团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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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出“数字殖民主义”理论框架，通过分析 Twitter算法推荐机制，发现美国技术公司通过“协议霸权”和“数
据虹吸”构建的新型网络霸权，已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日均 1.2亿条信息的隐形控制[7]。

国外研究呈现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并重的特点。Gerry Arambala运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通过对
福克斯新闻 20年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出大众传媒如何通过"伪对话"机制消解民主审议功能，其量
化研究显示商业媒体中实质性公共议题的占比已从 1980年的 68%降至 2020年的 17%[8]。Savigny领衔的跨
国研究团队通过全球 47国的比较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政治行为体的舆论操控效率提升 4.8倍，并构建了“技
术赋权-算法驯化”的辩证分析模型，指出 TikTok等平台正在重塑国际信息秩序的底层逻辑[9]。

但是，现今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学科视野相对狭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对
技术哲学、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融合不足，缺乏算法权力、数据主权等数字时代核心议题的系统探讨；历
史纵深有待拓展，对冷战前后舆论控制模式的范式转换研究不足，特别是未能有效衔接传统媒体时代的宣
传机制与智能媒体时代的算法操控；再者，国际关系视角薄弱，鲜有研究将舆论控制置于中美战略竞争框
架下，分析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地缘政治的联动效应。
（二）理论基础

舆论控制作为一种系统性权力实践，其理论根基深植于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领域。
“议程设置”理论为解析舆论控制提供了核心框架，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 1972年提出。根据

“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选择性报道特定议题并赋予其显著性，显著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
的认知和讨论顺序[10]。该理论揭示了媒体在舆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通过
控制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通讯社的新闻流向，将“共产主义扩张威胁”“自由世界保卫战”等议题置于全球媒
体议程顶端，成功推动了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新闻署通过控制
部分区域商业广播、租借私人广播等措施，扩大其在古巴的广播范围与质量，每天 24小时在 33个短波频
率上向古巴和拉丁美洲广播，通过重复曝光效应，成功塑造了苏联作为侵略者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对
美国的支持[11]。然而，“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对受众认知的单向影响假设忽视了受众的主动性与
选择性。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议程的
信息讨论者，为“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提出了挑战。

“沉默的螺旋”假设则解释了舆论操控的社会心理机制，由德国学者诺依曼最先提出。他强调，舆论的形
成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个体在感知到某种意见占据优势时，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孤立，从而进一步强
化优势意见的主导地位。在传统媒体时代，以“美国之声”为主的“官方”媒体，多通过塑造“多数意见”的假象，
迫使少数意见沉默，从而实现舆论的单向控制。例如，在 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浪潮爆发之时，媒体对“红
色恐慌”的渲染导致异议者被迫沉默[11]，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收视率高达 89%，舆论场呈现单向
度极化[12]。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少数意见的表达提供了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匿名化
和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打破沉默，形成多元化的舆论场。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沉默的螺旋”假说实施
舆论控制的机制的效果似乎逐渐式微。

“媒介依赖”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权力与受众的共生关系，由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于 1976年最先提出。
根据其理论，个体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高，媒介对个体认知和行为、对公众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就越显著，
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在信息闭塞的威权体制下，公众对官方媒介的依赖性使其更易接受
预设叙事。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的形式愈发多样化，信息呈现碎片化传播的趋势，公众对单
一媒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媒介依赖理论的解释力也因此降低。在“阿拉伯之春”[13]事件中，网民突破了政府
的媒体限制，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自组织的公共领域，传统媒体的议程垄断权被解构，多中心的议题竞争场
域逐渐形成，上述相关理论便在此遭遇范式挑战。

最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舆论控制是国家“软权力”的核心构件，是“权力的投射”。通过舆论影
响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博弈，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策略，霸权国常通过“合法性话语”降低统治成本，为
统治行为提供舆论基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理论研究多聚焦国家行为体，对非国家主体的舆论干预缺乏相应的解释力。
三、美国舆论控制发展史
（一）1947年至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的美国舆论控制，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延伸。随着 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与杜鲁
门主义的出台，美国政府将舆论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形成了一套以媒介技术为核心、以意识形态输
出为目标的系统性宣传工程[14]。在此框架下，广播、电影、报刊等传统媒介与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
等新兴信息机构共同构成了跨大西洋的“心理战网络”，充分利用舆论传播学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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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争夺战，企图借此削弱共产主义阵营的凝聚力，巩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一体系
在塑造美国国际形象、抵制共产主义影响、推动“和平演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舆论策略高度依赖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根据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
传分析”理论和爱德华·伯内斯的“同意工程”理论，各媒介通过符号化叙事塑造受众的认知框架，构造“同意
工程”[15]，从而实现舆论控制的目标。

在冷战初期，广播、电影、新闻报道等手段成为美国推动反共宣传、强化意识形态对立的重要工具。
其中，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扮演了核心角色。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整合了多家原本隶属于不同部门
的对外宣传机构，成为负责公开对外宣传的专属机构。它将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出版等媒介资源纳
入管辖之下，并通过下辖的美国新闻处与国务院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而美国之音则作
为美国新闻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美国新闻署“发言”，成为美国对苏及东欧地区进行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
在冷战初期，由于美苏隔绝，美国之音通过短波广播向苏联及东欧国家宣传西方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路
径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署开展对苏文化冷战的唯一武器。以马歇尔计划（1948-1952）为例，美国政府通
过经济援助与媒介宣传的双轨联动，将西欧战后重建进程转化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展演舞台。美国新闻署
在法国、意大利等国所资助制作的部分纪录片，刻意强调美国援助的“无私性”与苏联集团的“扩张威胁”，并
通过对比叙事构建“自由繁荣的西方”与“专制贫困的东方”的二元对立，着重塑造美国“自由民主”的正面形象，
试图在西欧民众心中建立起对美国的好感与依赖，进而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通过广播，美国将精心制作
的节目信号覆盖西欧地区，向当地民众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电影，美国则以生动直观的画
面，展示美国的繁荣与自由，吸引着西欧民众对美国产生向往。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攻势，成功在西欧营造
了有利于美国的舆论氛围，为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冷战的深入，美国的舆论控制策略不断调整和升级。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开始系
统化探索对苏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路径，试图通过出版物的跨境传播、文化项目的互动等非传统外交手段，
以价值观念传播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苏联产生相应的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美国被指控为该事
件的爆发造势，为美国的舆论宣传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美国政府高层矢口否认其宣传攻势与该事件具有
直接关联，但该危机在客观上暴露了美国信息传播策略的“过度化”现状，促使其对既有战略进行深刻反思。

匈牙利事件后，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硬宣传”可能会引发目标受众的抵触情绪，于是决定给予“软
渗透”更多的实施空间，构建一种“柔性渗透为主，刚性传播为辅”的复合型舆论宣传架构来实现对苏联的文
化渗透。1958年，为这一战略提供重要保障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署，美国得以通过艺术巡展、学术
合作等文化外交载体和传统媒体矩阵，从多个维度动摇苏联民众的意识形态根基。这种刚柔并济的渗透模
式，显著提升了美国舆论宣传战略实施的隐蔽性与持续性。

在冷战后期，随着冷战对抗形态的演变，美国的舆论控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在延续既有媒体
传播体系的同时，美国还借助文化外交、教育交流等“慢媒介”来注入美式价值观念，实现长期的渗透目标，
试图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亲美力量、在精英阶层培育价值认同，最终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方向。这种
多轨并行的渗透路径，实质上构成了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复合型意识形态解构工程。
（二）冷战后至 2001年

冷战结束后至 2001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技
术化、系统化和隐蔽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的舆论控制策略既延续了越战后的经验教训，又结合新兴媒体环
境进行了调整，以塑造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国内外舆论。

1.技术革新与媒体形态转型
20世纪 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和 24小时新闻频道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美国政府意识

到，快速的信息流动既能增强舆论引导力，也可能因失控报道削弱军事行动的合法性。1991年海湾战争中，
美军首次实施“嵌入式记者”制度，允许记者随军报道，但通过限制活动范围和审查内容，确保报道符合官方
叙事[17]。军方提供大量经过剪辑的“精准轰炸”画面，塑造了高科技战争的“清洁”形象，掩盖了平民伤亡的真
实情况。这种“可控透明”策略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又避免重蹈越战时期媒体揭露战争残酷性引发反战的覆
辙。

2.战时新闻管制的制度化
科索沃战争（1999年）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对舆论控制的强化。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美军严格限制媒

体接触前线，仅通过官方简报和筛选后的画面传递信息。CNN等主流媒体 75%的消息源依赖军方公报，导
致报道高度同质化，片面强调“人道主义干预”的正当性。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信息战”概念，将舆论控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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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军事战略，利用心理战部队散播利于己方的信息，并削弱敌方舆论影响力。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使舆
论战成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众舆论的塑造与挑战
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技术手段主导舆论，但新兴媒体仍带来一定挑战。1999年，独立媒体和早期网

络论坛开始揭露北约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引发国际争议。然而，由于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传
统媒体仍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仍能通过集中化信息源维持叙事控制。此外，“爱国主义框架”被广泛运用，例
如在 2001年阿富汗战争前夕，媒体迅速将“反恐”与国家安全绑定，压制了反战声音的扩散。

4.越战教训的延续与创新
与越战时期媒体“倒逼”政府不同，冷战后美国更注重预防性舆论管控。越战中因电视画面激发的反战浪

潮，促使政府在新战争中严格限制血腥画面的传播，转而突出军事技术的先进性和行动的“正义性”[16]。同
时，政府与媒体形成“默契”。媒体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自我审查，而政府通过选择性放权换取报道的合作性。
这种模式既避免了公开的新闻管制争议，又有效引导了舆论走向。

从冷战后至 2001年，美国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舆论控制呈现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转型。通过
技术手段、制度设计和叙事框架的创新，美国政府试图在全球化信息环境中巩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然而，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控制模式在 21世纪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18]。
（三）2001年至今

1.反恐叙事：社交媒体时代的战争合法性建构
2001年“9・11”事件标志着美国舆论操控进入“网络化动员”范式新阶段。通过“媒体嵌入式报道”制度，

CNN、Twitter等平台被转化为战争合法性建构的延伸装置。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中央司令部与
硅谷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舆情监测系统，运用算法筛选“恐怖主义关键词”，构建起“伊斯兰文明威胁论”的话语
框架。这种“情感计算”策略将复杂国际政治简化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通过社交媒体裂变式传播，使军事
干预获得价值正当性。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认知重塑。好莱坞影视集团与社交媒体平台协同生产“反恐
英雄”叙事，《国土安全》等剧集与 Twitter话题形成“跨媒介共振”，使反恐意识形态渗透至全球青年群体，
形成价值认同的“代际传递”。实证研究显示，青年网民对军事行动的认同度显著高于传统媒体受众，印证了
新媒体在意识形态“软着陆”中的独特效用。

2.混合战争：数字平台赋能的信息战升级
俄乌冲突暴露出美国舆论操控的“超限战”特征[19]。美国务院乌克兰危机应对小组与Meta建立数据共享

机制，通过 Facebook的 EdgeRank算法将特定议题可见度提升数倍。AI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叙事内容在短
视频平台获得数亿次播放，推动国际社会对制裁的支持率显著提升。这种“算法+内容”的双重操控，使舆论
战首次实现“纳米级精准打击”。数字技术同时重构了国际制裁的合法性基础：依托 Twitter外交体系构建的
全球标签联盟，使多国网民在短时间内完成“虚拟政治站队”。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站研究显示，特定账号集
群通过社交机器人网络形成“沉默螺旋效应”，模糊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界限，创造出新型数字威
慑力量。

3.科技冷战：平台霸权与数字主权的博弈
TikTok禁令事件标志着舆论战向技术基础设施层深化。美国通过“棱镜门”式操作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在国会听证会上选择性呈现数据样本，使国家安全指控在舆论场完成“自我确证”。更深层较量在于数字规则
制定权争夺：借“清洁网络计划”将 5G技术标准与“民主价值观”捆绑，实质是维护“数字殖民体系”。数据显
示，全球主要社交平台多数受美国数据主权管辖，形成“数字单极格局”。TikTok引发的“去中心化焦虑”促
使美国将中国科技企业污名化为“数字威权主义载体”，以此巩固技术霸权。当前全球数字空间正经历“巴尔
干化”危机，美国依托《云法案》等长臂管辖手段，试图将互联网割裂为意识形态平行体系。在此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打破算法黑箱，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是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由
之路。
四、美国舆论控制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舆论控制的历史影响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今天，国际舆论场的争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无形战场。美国通过系统化的舆
论操控，不仅塑造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框架，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这种影响在历史长
河中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并在当代呈现出技术赋能下的新特征。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构建了一套关于中国的负面认知体系，将
新中国描绘成“被铁幕笼罩的极权国家”，与麦卡锡主义形成共振，成功将中国锁定在“敌对国家”的国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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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1]。而后，这种话语体系在 21世纪演变为更具迷惑性的“中国威胁论”2.0版——通过学术机构制造“债务
陷阱论”“技术窃取论”等伪命题，利用智库网络将学术争议转化为政策依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关于中国
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经《纽约时报》等媒体放大后，直接成为国会审议涉华法案的重要参考[22]。

除此之外，美国还将应用于巴以冲突中的叙事操控技术精准复制到涉疆、涉港议题上。《纽约时报》
关于新疆的“再教育营”报道，其信源 80%来自境外分裂组织，却通过普利策奖背书获得传播合法性[20]。在
科技领域，美国将华为 5G技术争议转化为“数字铁幕”叙事，成功阻止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获得公平竞标机
会。

美国舆论控制体系的本质，是通过话语霸权构建“认知护城河”。从冷战时期的短波电台到今天的算法推
荐，技术迭代只是表象，通过信息操控维护霸权秩序才是核心。中国的突围实践表明，有效的反制不仅需
要技术反制，更需要构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叙事体系。当中国能向世界提供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
文明叙事时，才能真正打破美国构建的舆论囚笼，在 21世纪的认知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的关键阶段，中国需要构建具有内生韧性的多维传播生态系统，通过三重超越实
现范式革新。价值维度上，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解构“文明冲突论”的形而上学陷阱；技术维度上，
应以自主可控的数字传播基础设施打破数据殖民垄断；主体维度上，应以多元协同的传播共同体替代传统
单向度传播模式。这种立体化传播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升级，更是对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的主动回应。

因此，政府层面应着重强化制度性公共外交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机制重塑“发
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同时推进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将影视 IP、数字藏品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地缘
传播资源。企业层面需完成从产品国际化到文化资本全球化的战略转型，通过产业协同创新构建跨文化叙
事矩阵，借助 ESG框架输出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现代性表达的符号资本。公
众层面则要培育数字时代的文化自觉，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借助算法素养教育提升公
众参与全球叙事的能力，构建起覆盖专业创作与大众表达的多层级传播网络。

这种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是中华文明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实践。
当“发展权优先”的价值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关怀形成话语共振，当自主算法体系与多元传播主体
实现协同演进，中国叙事将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东方智慧。
这种传播战略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文明对话与价值共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从“中心-边缘”结构向“多元共
生”格局的范式转型，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新媒体时代中国塑造主流舆论的新路径
（一）新媒体的崛起与中国的机遇

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传播生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从“单向输出”向“精准渗透”
的范式转型。

历史维度显示，19世纪电报技术重构殖民信息霸权，20世纪卫星电视固化西方传播秩序，21世纪数据
主权竞争催生“算法殖民主义”新形态。在新媒体时代，中国依托全球最大数字基建网络，逐步构建起“数据
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推送”的全链路传播体系。通过机器学习对全球社交媒体涉华信息的语义分析，主流
媒体可实时捕捉国际舆论焦点，生成多语种可视化内容以实施“信息对冲”，实现从“音量竞争”到“效力竞争”
的范式跨越。同时，在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技术革命也在重构国际传播的时空政治，各平台“去中心化+算
法推荐”的运营机制逐步打破传统媒体线性霸权，促使中国完成从“内容追随”到“形式创新”的转型，逐步实
现了以“微仪式”重构集体记忆的需求。

正是新媒体时代的这种技术赋能与文化自觉的双重变奏，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转型的核心逻辑，
促使中国在数字文明中能够抓住机遇，在秩序重构中实现“中国叙事”的范式突破。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新媒体治理

1.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防线
在新媒体技术深度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为构建新时代舆论防线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新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使得舆论场呈现“信息茧房”
与“情绪极化”叠加的复杂态势，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持续施压与新媒体技术的复杂挑战，我国亟需构建多维
度、立体化的舆论防御体系，通过“技术治理+制度规制”的双重保障机制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目前，国际传播格局仍呈现“西强东弱”态势，其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制造的“信息逆差”与“认知落差”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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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
指出，我国需通过构建“本土化”叙事体系实现从“讲述中国”到“中国讲”的战略转型。这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
中既要破解信息流“逆差”、形象“反差”与实力“落差”的三重困境，更要建立基于算法主权的技术反制体系，
通过技术创新重塑国际舆论格局。这种“认知战”的本质，是国家核心利益在数字空间的投射与博弈。

因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构建应在坚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强化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全
面领导的前提下，构建“制度优势+技术赋能”的双重防御体系。一方面，应依托《网络安全法》等制度框架
构建技术治理体系，形成全链条防御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应采取“分众化+矩阵式”传播策略，对内通过“清
朗行动”等将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外通过培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打造多语种、跨文
化的传播矩阵。这种“双重防御体系”，既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选择，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
然要求。而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该积极参与“数字公民素养教育”活动、舆情应对模拟训练活动等，提升青
年群体的舆论应对能力，努力成为未来的“网络外交官”。
六、结论

冷战以来美国舆论控制的发展史，本质上是技术革命与霸权体系互构的进程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凭借技术代际优势，逐步构建起“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文化性权力”三维叠加的舆论控制体系。从短
波广播时代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域操控，其战略重心始终围绕技术工具创新与霸权体
系维系展开双重逻辑演进。这种历时性演变不仅形成了从信息传播到价值塑造的全链条控制机制，更通过
算法殖民与叙事框架预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

面对西方舆论霸权的结构性压制，中国探索出“技术突围-文明互鉴-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反制范式，逐
步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为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当前，中美舆论博弈已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范畴，演变为数字文明时代的话语秩序之争。中国构建的技
术自主性、文化主体性与制度创新性相统一的传播生态，不仅逐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秩序，更通
过文明对话机制的确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舆论治理的替代性方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正从国际传播的规则参与者转变为秩序共建者，推动形成多极互动、和而不同的全球传播新秩序。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自信，也要善于创新。”在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
中国正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战略举措，重塑全球信息流动
的价值逻辑，努力开启多元主体共生共荣的全球传播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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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 ican public opini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1947-present) : Based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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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70 year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digital age,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ontrol
strategy has been driven by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hegemony, forming a control
system of "institutional power, technical power and cultural pow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constructing a "trinity" comba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combines the "agenda setting"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with the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realiz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ognitive domain from short-wave broadcasting to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promotes "algorithmic colonialism". China is fac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deficit caused by
technology monopoly, the right of speech deprivation caused by algorithm black box, and the
legitimacy resolution caused by platform hegemony. Fac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
"strong in the west and weak in the east", China has explored a three-pronged countermeasures
paradigm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rder to multi-polarizat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finally realize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defensive discourse system to a
leading civilization narrative.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Keywords ： United States;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hegemony; Algorithmic colonialism; Cognitive warfare;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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